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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俄国二月革命的自发罢工和游行阶段，国家杜马既未特别关注也未直接参与运动。但在士兵

起义开始后，国家杜马成立了杜马临时委员会直接领导起义，实际掌握政权，实行革命暴力，推进革命向前发

展。从要求成立责任政府到采取旨在夺权和推翻旧制度的措施，国家杜马从合法的反对派阵地转变成为二月

革命的领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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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是一场改变俄国历史发展方向、影响 20 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革命，至今

仍吸引人们不断探索。二月革命期间的国家杜马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指在尼古拉二世下令杜马会议延

期后继续留在塔夫利达宫里的除了极右翼党派以外的杜马各党团，以及在 27 日下午成立的由各党团领

导人组成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长期以来，苏联史学界对国家杜马在二月革命中的作用持否定态度，

认为它“反革命”，或者参与革命“不坚决”。这一问题值得重新认识和关注。客观反映国家杜马在二月

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认识和理解二月革命的特点及其对俄国政局的影响很有必要。本文主要探

讨 2 月 27 日开始国家杜马及其机构参与并领导革命的活动及其影响。

一、国家杜马对二月革命的最初反应

一般认为，彼得格勒 2 月 23 日( 公历 3 月 8 日) 开始的罢工和游行揭开了二月革命的序幕。26 日

以前，罢工和示威运动完全是自发的，俄国各政治力量及领袖都未意识到革命已经开始，也没有采取实

际行动干预或引导运动。国家杜马此时正在进行 2 月 14 日开始的会议，也没有对此特别关注。
25 日晚上和 26 日，沙皇政府基本平息了彼得格勒的骚动，并且决定将杜马会议延期到 4 月举行。

但 27 日事态发生根本转折。自发的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转变为以彼得格勒士兵为主体的武装起义。
27 日上午，在塔夫利达宫第 11 号房间举行了进步联盟执行局会议。李沃夫提出，杜马代表不解散，应

该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那样开会。罗将科认为，沙皇让杜马休会的举动排除了以和平方式平

息冲突的可能性，但杜马不服从沙皇命令、不散去的做法也是一种反抗。在街上，动乱在蔓延。罗将科

试图挽回局面，中午 12 点 40 分他再次给尼古拉二世发去电报，希望沙皇采取政治措施解决危机:“政府

完全无力平息动乱……近卫团的后备营都发生了叛乱，杀死了军官，他们站到人民运动一边……国内战

争已经开始并正在蔓延。”他恳请尼古拉二世立即以最高宣言的形式宣布同意成立责任内阁，取消杜马

会议延期的命令，重新召集立法议会。
由于进步联盟领导人会议没有结果，随即举行了杜马各党团领导人会议，实际上是在出席进步联盟

首脑会议人员的基础上增加了齐赫泽和克伦斯基，因为极右翼党派领袖在得到杜马休会的消息后大都

离开了塔夫利达宫。杜马各党团领导人会议作出决定，服从沙皇关于杜马休会的命令，但为了防止崩

溃，各党派要消除分歧、保持一致; 成立一个委员会，杜马代表将无条件服从这个委员会。随即杜马党团

代表会议决定，由进步联盟各党团领袖、右翼的舒尔金、左翼的齐赫泽和克伦斯基等 12 人组成“在彼得

格勒维持秩序并与机构和个人进行联系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罗将科任主席。国家杜马临时委员

会比民主派政党发起成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早，已经在夺取政权和推翻君主制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2 月 27 日早晨，士兵起义刚刚开始，杜马代表就积极鼓动起义士兵到塔夫利达宫去。让“造反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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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到杜马去”的主要倡导人是克伦斯基。下午 1 点，第一批起义部队代表来到塔夫利达宫，试图“搞清

楚人民代表机关采取什么立场”，想知道“国家杜马是否愿意支持运动”。罗将科与代表会面时转告了

杜马各党团领袖会议的决定:“当前的基本口号是废黜旧政权并以新政权取代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杜马“将积极参与( 运动) ，但为此首先需要秩序和安宁”。此后又有两批起义士兵和工人代表来到塔夫

利达宫，要求杜马掌握政权、把罗曼诺夫王朝赶下台。两点钟，大约 3 万士兵来到塔夫利达宫，克伦斯

基、斯科别列夫、齐赫泽与大家见面并发表讲话。斯科别列夫说，“旧政权垮台了……它还在抵抗……
现在国家杜马正在开会。杜马代表还在动摇，他们还没有决定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在向他们

施加压力。同志们，请注意，建设新的国家是很困难的; 组织新政府是很困难的，非常困难……这可能会

拖一天、两天。要有耐心，首先要建立革命秩序”。克伦斯基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他向士兵们宣布:

“国家杜马与你们在一起!”［1］451 － 452下午两点到三点，起义士兵占领了塔夫利达宫。据 2 月 27 日唯一的

报纸《彼得格勒新闻工作者委员会消息》对国家杜马所在地的报道: “起义士兵的领导人撤掉了塔夫利

达宫的警卫，自己接管了国家杜马的警卫任务，占领了国家杜马建筑物内的邮局和电报局，并在电报机

旁布置了岗哨。”［2］589根据斯科别列夫的回忆，“我们立即组织了几个排的武装士兵来代替国家杜马原

来的警卫。警卫没有抵抗，把自己的岗位让给了新的革命卫队”［3］137 － 138。克伦斯基后来也一再谈到，是

他把革命部队带进了塔夫利达宫，带到了国家杜马。

二、杜马临时委员会领导起义

由于不断有新的部队支持国家杜马，杜马临时委员会决定“恢复国家和社会秩序”。27 日晚 11 点

多，在得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整个团支持国家杜马的消息后，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欣喜若狂。在这种情

况下，罗将科决定杜马临时委员会掌握政权，并向全俄各城市发出电报，宣布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

及其组成人员，并任命恩格尔哈特上校担任起义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司令［4］401。同时，罗将科给最高统

帅部参谋长和各战线、各舰队司令发去电报: “1. 鉴于原大臣会议已停止履行管理职能，政府权力现已

转归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2.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已着手建立正常生活秩序和管理首都，要求作战部

队和舰队保持充分镇静并坚信同外部敌人斗争的共同事业一分钟也不会中断和削弱。军队和舰队将一

如既往地坚强和勇敢。临时委员会在帮助首都部队、支持居民群众的同时，将尽快恢复后方的安定，重

新开始政府机构的正确活动。希望每一位军官、士兵和水兵履行自己的职责!”［5］

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后，很快成为革命中心。越来越多的起义士兵和工人聚集到塔夫利达宫，为杜

马掌握军事力量创造了条件。克伦斯基等人于 27 日午后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克伦斯基司令部”的非正

式机构，担负起了领导起义士兵和工人同旧政权斗争的工作。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克伦斯基司令部”组

建了最初的革命部队，将其“派往城市各个地方去发动尚未起义的部队”。司令部派兵占领了后备装甲

汽车师的军火库，运出了近百挺机枪和近千支手枪，武装了起义士兵和工人战斗队。司令部还命令部队

执行占领政府机关和战略要地等任务。到 27 日傍晚，“克伦斯基司令部”掌握了军官指挥系统的正规

部队，成立了包括军事委员会在内的几个专门委员会。杜马军事委员会由“克伦斯基司令部”转变而

来，由克伦斯基和罗将科领导，成为起义的领导机关。刚刚赶到杜马的第一后备团的 200 名军官和 1. 2
万名士兵成为军事委员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军事委员会派出了由下级军官和士兵组成的侦察小组

到宫廷广场、参政院广场、瓦西里岛、海军街等地方了解情况，还有几支 50 ～ 150 人的战斗分队奉命占领

总军械库、中央电话站、火车站、彼得格勒省宪兵司令部等。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为组织起义、
扩大军事力量规模而采取的措施是有效的。2 月 27 日，起义士兵人数从早上的 1. 02 万人增加到中午

的 2. 57 万人、傍晚到 6. 67 万人［1］62。
在军事委员会积极开展活动的时候，27 日晚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塔夫利达宫也成立了起义指挥部，

但“指挥部并未能对起义者进行任何实际指挥，一切都只限于谈论”。负责指挥部工作的社会革命党人

姆斯基斯拉夫斯基回忆说:“如果我们哪怕有一支联系紧密、保持纪律的部队就好了……没有火炮，没

有机枪，没有指挥人员，没有通讯。”［1］61而且，指挥部的人员很快就解散了。晚 9 点左右，克伦斯基组织

了 20 多名在杜马军事委员会工作的军官到苏维埃起义指挥部，两个机构实现了最初的联合，以“联合

起义指挥部”或“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开展活动，这将有利于国家杜马在起义士兵和工人中扩大影

响力。为了完全控制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杜马临时委员会正式承认联合起义指挥部为国家杜马临时委

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任命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十月党人恩格尔加尔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彼得格

勒卫戍部队司令。
苏联史学界对此有不同说法，认为杜马夺取了“别人的”军事委员会、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社会

革命党———孟什维克领导层把军事委员会让与了杜马临时委员会，等等。但实际情况是，军事委员会开

始工作的时间比苏维埃起义指挥部早 4 个小时，在杜马临时委员会领导起义的情况下，决定将军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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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与苏维埃起义指挥部联合，苏维埃起义指挥部才能够实质性地参与起义的具体工作。2 月 28 日，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要求允许全体选出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进入军事委员会”。苏维埃起义指挥

部没有对恩格尔加尔特的任命制造障碍，反而号召士兵服从军事委员会的命令［6］56，并以传单形式宣布: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军事委员会的帮助下组织军队并任命部队指挥员。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执

行委员会不愿妨碍同旧政权的斗争，不希望士兵们拒绝保持牢固的组织和拒绝服从军事委员会及指挥

员的命令。”［2］25

三、杜马临时委员会掌握政权

二月革命期间，在国家杜马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由杜马临时委员会和其派遣的政治委员组成的政权

机构，杜马临时委员会是这个政权的领导核心。这是革命俄国的第一个临时政权。
2 月 28 日( 公历 3 月 13 日) 凌晨，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发布关于政权的公告:“旧政府的措施使国

家陷于破灭。在这一严重情况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认为自己不得不承担起恢复国家和社会秩序的

责任。临时委员会意识到通过这一决定的全部责任。它相信人民和军队将帮助它完成重任，建立一个

符合人民要求并能够得到人民信任的新政府。”［4］402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掌握政权后，得到了自由派、民
主派和彼得格勒起义士兵的拥护以及一些沙皇大臣和官员的支持，还得到了主要盟国的承认。3 月 1
日，法国和英国驻俄大使正式向国家杜马主席罗将科表示:“法国和英国政府决定与俄国人民意志的真

正表达者、唯一合法的临时政府———杜马临时执行委员会建立事务联系。”［1］76 － 77沙皇政权已完全不能控

制局面，临时委员会实际上起着政府权力机关的作用。
杜马临时委员会对政府机关和管理部门的控制有以下几种形式: 有些政府部门和管理机关的原大

臣或负责人被免职或被逮捕，由政治委员全面接管其职权; 有些部门的大臣和负责官员继续任职，但给

他们派去了政治委员，必要时进驻警卫队和安全保卫人员; 有些部门继续由原来的官员领导，杜马临时

委员会没有派遣政治委员，但由杜马军事委员会派出安全保卫人员和警卫队; 还有一些部门的大臣和主

要官员被免职，但杜马临时委员会没有派遣政治委员，只是派出安全保卫人员控制其建筑物。
在利用原有大臣和高级官吏的同时，杜马临时委员会任命杜马代表作为第一批政治委员接管内务

部、军事部、财政部、司法部、最高法院、交通部、商业和工业部、农业部、邮政总局等主要政府部门和彼得

格勒市政府。他们基本上都属于自由主义政党的杜马代表，如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拉科夫、格隆斯基、卡
卢金、格拉西莫夫、贝贝利亚耶夫、沃尔科夫、维诺格拉多夫，进步党人布勃利科夫、巴雷什尼科夫、季波

夫，十月党人阿列弗耶夫、萨维奇、卡普尼斯特等。这些政治委员在武装卫队的护送下到达相应政府机

关，开始发号施令。3 月 2 日，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共任命 38 名政治委员，主要政府机关恢复了工作。
政治委员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获得了管理内部事务和推行政治改革的权利。同时，国家杜马临

时委员会对政治委员的行为进行控制，对重要部门则经常越过政治委员，直接下达指示和命令。例如，

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罗将科曾越过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事政治委员古契科夫对其下属发号施令，事先

未与他沟通; 临时委员会将布勃利科夫派往交通部，经常就有关问题直接向其下属下达指示。
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是杜马临时委员会组织新政权、控制政府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措施。这一制

度保证了中央政府正常发挥职能，是实现政权更迭的重要环节。杜马临时委员会通过这一制度不仅成

为政府权力机关，而且实际上掌握了最高权力职能。

四、杜马临时委员会与革命暴力

从 27 日开始，起义士兵自发地逮捕和拘留旧制度的拥护者。许多官吏、军官、宪兵和警察被押解到

塔夫利达宫，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表示，逮捕行为是自发的，“迄今为止没有发生任何根据它的指示进

行的逮捕”。但事实上，国家杜马 27 日成立了接收军事和民事官员委员会、初级侦查委员会等机构，具

体负责逮捕、拘押等事务。27 日下午，3 万人的起义部队来到塔夫利达宫，警卫队长契科里尼大尉拒绝

归附于起义士兵，并请求杜马领导人的保护。齐赫泽表示:“您自己选吧，或者是同革命部队站在一起，

或者是被逮捕。”［1］182罗将科和齐赫泽解除了不支持革命的官员的职务，发出了最早的逮捕令，但克伦斯

基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罗将科证实: 军人们认为“国家杜马代表克伦斯基的名字，把他作为行动的

领导人”。舒尔金说:“武装人群带着‘要抓谁’的问题来找克伦斯基。”克伦斯基的特别任务是: 逮捕一

切最活跃的旧政权的走狗以保卫新制度免遭反革命之害［1］182。
克伦斯基在回忆录中谈到 27 日下午 3 点过后与塔夫利达宫里的人见面的情况:“他们想知道，我们

打算对沙皇制度的支持者做些什么，并且认为应该严惩他们。我解释说，他们中最危险的将会被抓起

来，但人们无论如何不应自行执法。我要求不要造成流血事件。”“在回答谁应该第一个被逮捕的问题

时，我说应该是前司法大臣、国务会议主席谢戈罗维托夫。我下令把他直接带到我这里来。”［3］138 因为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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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罗维托夫“不仅是最有害的、也是沙皇最能干的顾问”［7］。君主主义者塔里贝格认为，“克伦斯基清楚

该怎么做。失去谢戈罗维托夫，君主制就失去了一个最有经验的领导者……毫无疑问，谢戈罗维托夫很

快就会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7］。晋季诺夫指出:“逮捕前司法大臣谢戈罗维托夫是转折性的历史路

标之一……这是以革命的名义、由革命实施的第一个逮捕行动，与此同时也是决定革命未来发展的一个

姿态。”［7］克伦斯基回忆说:“通知终于来了，政府在马林斯基宫开会，派出了一支由装甲车护送的部队，

带着逮捕全部内阁成员的命令。”［3］14028 日凌晨，杜马临时委员会在派出政治委员的同时，给予他们逮捕

沙皇政府大臣的权力。政治委员布勃利科夫在到达交通部后，要求交通大臣克里格尔—沃伊诺夫斯基

“立即到杜马向新政权效忠”，在遭到拒绝后，布勃利科夫当场将他逮捕。政治委员还有撤职和逮捕军

队指挥员的权力。涅克拉索夫在派遣政治委员曼瑟列夫时指示，如果军官们助长反革命情绪，就逮捕他

们［8］110 － 111。
军事委员会也实施逮捕行动。28 日上午，军事委员会主席恩格尔加尔特签署命令逮捕军区司令部

反侦察局局长及该局军官。群众也经常在没有杜马临时委员会和其他机构批准的情况下独自实施逮捕

行动。国家杜马对此并未采取措施加以控制。2 月 27 日两位在奥布霍夫军工厂工作的炮兵将军被

杀［7］。在克朗施塔德和波罗的海舰队主要基地赫尔辛福斯，一些军官在街上、住宅和执勤地点被单位士

兵或水兵杀害，舰队司令涅比宁本人也在 3 月 4 日被杀。由于存在着“军官解除士兵武装”的传言，军

事委员会主席签署命令，“作为杜马临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我宣布，对此类军官，将采取最坚决的

措施，直至枪决”。该命令刺激了士兵对军官的暴力行动，他后来承认:“这个命令成为指责我应对数十

名军官在塔夫利达宫花园中被杀一事负责的理由。”［9］177

据卫生委员会统计，在革命的最初几天，仅在彼得格勒，被杀的军官就有 60 人 ［10］273。至于受伤者，

塔夫利达宫 27 日有 3 个医疗站在工作。3 月 1 日，在什巴列尔街和扎哈利耶夫街专门关押警察和宪兵

官员的地方设立了 4 个医疗站。2 月 27 日到 3 月 13 日，仅在塔夫利达宫登记在册的就有 1 962 起请求

医疗救助的事件，正式登记的有 2 421 名伤病员 ［11］470。克伦斯基在 3 月 5 日发表的司法部长文告中说:

“至今为止，临时政府旨在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秩序的所有命令都是由人民不流血地执行的。”［7］但实际

上，已有不少人失去了生命。
在反革命者看来，二月革命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夺取政权的斗争走上了街头，演变为全俄范围的暴

行，即对有产者的公开暴力……红色暴动的标志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流血，很多人的胸膛被染红……在

这一犯罪行为中，最大的教唆者和罪犯就是第四届国家杜马———犯罪的第四届国家杜马［7］。
综上，2 月 23 日到 26 日，杜马和各政党一样既未对革命特别关注也未直接参与; 从 27 日开始，国

家杜马便以临时委员会的形式直接领导了起义，推动了革命的深入发展。从争取建立责任政府到采取

旨在夺权和推翻旧制度的措施，国家杜马已经从合法的反对派阵地转变为二月革命的领导机构。随着

局势的发展，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在迫使尼古拉二世退位、终结罗曼诺夫王朝、成立临时政

府等方面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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